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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和生态视角下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研究 
——以青海省玉树州搬迁牧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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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理解牧区城镇化背景下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逻辑及其生态影响, 以青海省玉树州  3 个村庄的搬

迁牧户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 分析牧民在迁出地保有牲畜的具体形式、原因和数量变化及牧

民的生态感知, 并根据斯科特关于道义小农的“安全第一”原则选择变量, 定量探究牧民保留牲畜行为和数量

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搬迁牧户通过家庭分工、亲友代养和雇工放牧等多种形式保有牲畜, 作为融入城镇

生活的适应性策略。牧户保有牲畜主要出于“安全第一”的需求, 经济收入较高的牧户兼具“理性小农”的特

点。家庭人口规模大及非生计原因搬迁的牧户更倾向于保有牲畜。收入较高的牧户保有牲畜的概率更高且

数量更多, 城镇就业人数较多的家庭保有牲畜的概率更低。牧户保有牲畜的适应策略受到社会关系和经济成

本等因素的制约, 可能难以维持。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并未直接增加迁出地的放牧压力, 但鼓励牧民通

过搬迁实现减畜目标的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关注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形式、返迁的可能性、行为动机的转

变和留居户的牲畜数量变化。 

关键词  牧区城镇化; 生计适应; 牲畜; 安全第一; 青藏高原 

Livestock Keeping of Migrant Households from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and Ecology: A Case Study in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Qinghai Province 

LI Mingjing, QI Yingjun, LI Wenju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jlee@pku.edu.cn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al logic and ecological impacts of livestock keeping of migrant househol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pastoral areas, three villages of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Qingha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study sites, and the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forms and reasons of livestock keeping were presented, the change of livestock population and 

herd’s perception were evaluate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stock keeping were further explored based on the 

Scott’s safety-first principle of moral peasa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nt households kept livestock as an 

adaptation strategy to urbanization through division of labor, entrusting to kins or employing herders. Households 

kept livestock mainly for safety need and households with higher income also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tional 

peasant. Household with larger family size and non-living causes to migrate were more inclined to keep livestock. 

Household with higher income had higher probability of keeping livestock and more livestock, while households 

with more members employed had a lower probability of keeping livestock. This adaptation strategy was restricted 

by factors such as soci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cost and seems difficult to sustain. Though livestock keeping of 

migrant households did not increase grazing pressure, th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specific form of livestock 

keeping, the possibility of migrant herders to move back, the change of behavioral logic and the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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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on-migrant household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ducing livestock through encouraging herders to migrate to the 

urba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in pastoral areas; livelihood adaptation; livestock; safety-first principle; Qinghai-Tibet  

Plateau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1]。城乡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是农村人

口向城镇流动的主要原因 [2]。与一般农村相比, 牧

区城镇化有其特殊性。在超载过牧导致草原生态退

化的解释逻辑下, 牧区城镇化不仅有助于推动牧民

生计转型,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更是减少牧区人口

和草原载畜量, 恢复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

段 [3–5]。牧民定居、生态移民和牧区学校撤并等政

策也成为牧民向城镇流动的重要驱动力[6]。 

尽管国家政策试图实现牧民城镇定居和转产就

业 , 搬迁牧民保留畜牧业生产的现象却普遍存在。

王晓毅[7]对青海格尔木市区的生态移民的调查表明, 

牧民在搬迁时将草场转给亲戚和邻居使用, 而将部

分或全部牲畜寄养在亲戚或朋友家, 还有些家庭通

过内部分工, 一部分人搬迁到移民村, 另一部分人

继续留在牧场。王林静等[4]基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

牧民移民家庭的调研, 发现近七成移民家庭仍然依

靠牧业收入维持生活, 并产生移民在学校假期全部

返回牧区的“季节性市民”现象。王皓田[8]在内蒙古

四子王旗的调查显示, 一部分搬迁牧民在城镇从事

工商业的同时, 还雇用羊倌放牧。 

以上研究或将搬迁牧民保留畜牧业生产视为缺

乏替代生计下的一种生计适应策略, 保有牲畜是为

了提供收入, 满足城镇生活所需[4,7], 或认为保留畜

牧业生产是家庭多元生计的一部分, 保有牲畜是为

了收入最大化 [8–9]。这些研究者同时呼吁重视牧民

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并探讨其对牧区城镇化的启示, 

即允许牧民在城镇与牧区之间自由流动, 在享受城

镇生活便利的同时保留牧业生计, 以便保障牧区城

镇化的有序进行, 实现城乡互动 [8–11]。已有研究认

识到搬迁牧民保留畜牧业生产在生计方面的合理

性, 但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 对牧民保留畜

牧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未做深入讨论, 阻碍了对

牧民生计策略的进一步理解, 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另一方面, 未分析搬迁牧民保留畜牧业

生产对草原生态的影响, 无法回应通过牧区城镇化

实现草原生态治理的重大命题。 

为了理解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逻辑, 本文

首先分析关于小农行为的两个经典理论 : “道义小

农”和“理性小农”。“道义小农”学派以斯科特和恰

亚诺夫等为代表, 认为小农的行为选择更强调生存

需要和道义理性, 而非追求利润[12–13]。斯科特[12]在

关于殖民地时代被迫从自然经济卷入市场与资本主

义的东南亚农民及农民经济的研究中, 详细地分析

道义小农的“安全第一”决策原则: 农民在一定条件

下 , 出于生存理性 , 会要求安全第一 , 生存安全比

高平均收入优先, 只有当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

不大时, 农民才会更多地考虑收益。“理性小农”学

派以舒尔茨和波普金等为代表, 主张小农的行为选

择更强调经济利益, 追求利润最大化[14–15]。如舒尔

茨[14]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 农民本质上是与

资本家一样的理性牟利者, “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

效的刺激, 就会点石成金”。可以发现, “道义小农”

和“理性小农”的假设能够对现有研究中搬迁牧民保

留畜牧业生产的原因做出理论解释。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 了解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

原因, 认为“道义小农”的假设更符合本文案例地搬

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原因。因此, 本文以青海省玉树

州 3 个村庄的搬迁牧民为例, 分析牧民在迁出地保

有牲畜的具体形式、原因和数量变化, 并根据斯科

特关于道义小农“安全第一”的原则选择变量, 定量

地探究牧户保留牲畜行为和数量的影响因素, 讨论

保有牲畜作为适应策略面临的问题以及对草原生态

的影响, 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1 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玉树市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 位于青

海省西南部 , 地处青藏高原东部。境内平均海拔

4493.4 m, 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 , 属典型的高原高

寒气候 , 年均温为  2.9℃ , 草地类型以高寒草甸为

主。玉树市辖  4 个街道办事处  2 镇  5 乡 , 土地面积

为  1.57 万  km2, 2016 年全市总人口为  111352 人, 近

93%是藏族。玉树市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

半 农 半 牧 市 , 2017 年 全 体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20059 元。玉树州全境位于三江源保护区内, 生

态环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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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牧户来自  G 村、Y 村和  Z 村, 3 个村庄的基

本信息见表  1。案例村的牧户搬迁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 并集中在  2006 年后①。案例村无生态移民

项目, 因此牧户的搬迁属于自发型搬迁。子女入学

是案例地牧户搬迁的主要原因, 少数牧户为了寻找

生计而搬到玉树市。目前 , 3 个村搬迁到玉树市的

牧户比例在  40%~50%之间。玉树州是青海省主要

的虫草产区, 虫草产量占全省的  60%以上, 3 个案例

村中的  Y 村虫草资源尤为丰富。搬迁户的收入来源

中, 虫草收入平均占比超过  40%, 其中  Y 村虫草收

入占比超过  60%。 

1.2 数据来源 
2018 年  8 月和  2019 年  7—8 月 , 本研究组两次

在案例村和玉树市区进行田野调查, 主要通过关键

人物访谈和半结构问卷调查两种方式获取数据。访

谈的关键人物包括村干部、会计和社长等, 访谈内

容包括案例村整体的人口搬迁、畜牧业生产和草场

使用等。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牧户搬迁原因、家庭人

口、职业和收入和牲畜数量变化等。在考虑样本贫

富分布的基础上进行分层抽样, 共获得  158 个样本

(G 村  59 户, Y 村  65 户, Z 村  34 户), 各村抽样比例均

为  30%左右。 

为保证调查质量,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上为户主, 

平均每户访谈时间约为  2 小时。在  158 个搬迁户样

本中, 保有牲畜的搬迁户有  72 个, 占  46%。为了最

大限度地利用调查数据, 模型分析采用两次调研获

得的牧户  2017 年截面数据。由于少数样本部分数

据缺失 , 或在  2018 和  2019 年才搬迁 , 本文纳入模

型回归的样本数为  144 个(G 村  55 户, Y 村  57 户, Z 村

32 户), 其中保有牲畜的搬迁户 64 个, 占 44%。 

1.3 模型和变量 
本文从放牧压力变化和牧民生态感知两方面来

评估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生态影响。在放牧压力变

化方面, 由于案例村的草场使用制度均为共用, 草

场使用面积是固定的 , 故只考虑牲畜数量的变化。

牧户搬迁后, 留居户的牲畜数量可能增加, 在这种

情况下, 迁出地的草场生态未必会改善。因此, 应

分别分析搬迁牧户在迁出后保有牲畜的数量变化和

迁出地牲畜数量的整体变化。牲畜数量变化可分为

增加、减少及波动(或不变) 3 种情况。在牧民生态

感知方面 , 由于牧民搬迁的时间集中在 2006 年以

后, 故以留居牧民对近  10 年村内草场生态变化趋势

的整体认知作为评估指标, 并分为改善、下降、没

有变化和不确定  4 种情况。与搬迁前相比, 若搬迁

牧户保有的牲畜数量减少, 则认为搬迁牧户保有牲

畜的行为没有直接增加迁出地的放牧压力, 牧户搬

迁实现部分减畜的目标。 

为了分析搬迁牧户保有牲畜行为的影响因素 , 

本文选取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 模型设定为 

 0 1 1 2 2 ,
( )

( ( 1)
ln

( 0 i i
P Y x x x
P Y

   
   


 (1) 

其中, P 表示搬迁户选择保有牲畜的概率; Y 表示搬

迁户是否保有牲畜 , 是为  1, 否为 表示对搬迁݅ݔ ;0 

户可能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变量(表  2), α݅表示݅ݔ的估

计系数; 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搬迁户中保

有畜户牲畜数量的影响 , 并与  Logit 模型的分析结

果相互印证。线性回归模型设定为 

 Amount=β0+β1x1+β2x2+…+βixi+γType+μ,  (2) 

其中, Amount 表示搬迁户保有牲畜的数量; 为了控制

保有牲畜的形式的影响, 增加分类变量 Type; β݅和 γ 分

别表示݅ݔ和 Type 的估计系数, μ 表示随机误差项。 

本文假定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决策遵循“安全 

表 1  案例地的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y sites 

案例村 总户数 总人口数 搬迁户数* 草场面积/万亩 
牲畜数量/头或只 

距玉树市路程/km 
牛 羊 马 

G 村 318 1325 166   9.5 8900 300 75 20 

Y 村 418 1500 205 50.7 12000 100 0 120 

Z 村 280 1268 110 42.0 6000 0 0 180 

说明: 数据来源于关键人物访谈。* 本文的搬迁户指一半或一半以上家庭成员搬迁到玉树市区生活的牧户。实际上, 3 个村的搬迁户中, 

家庭成员完全搬迁的户数占比分别为  98%, 92%和  100%。除  5—6 月搬迁户返回牧区采挖虫草外, 其他时间都住在玉树市区。 

 
 

①  主要原因: 牧区村庄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 虫草价格上涨, 牧民现金收入增加; 玉树市灾后重建, 就业机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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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与测量方式 
Table 2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main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解释与测量方式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 家庭人数 

就业与收入

情况 

就业人数 家庭中打短期零工、做生意或有工资收入的人数 

家庭现金总收入 工资和经营性收入、虫草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总和(千元)  

工资和经营性收入 短期零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做生意收入的总和(千元) 

虫草收入 出售虫草获得的现金收入及获得的草皮费(千元) 

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 牧户户主的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学校教育为 0, 小学为 1, 初中为 2, 高中或中专为 3, 大专及以上为 4 

家庭劳动力

特征 

劳动力年龄 劳动力总年龄/劳动力人数: 劳动力指 18~60 岁的家庭成员, 但不包括僧侣、因病不能劳动和学生等情况, 下同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总受教育情况/劳动力人数 

搬迁特征 

搬迁时间 2017 年—牧户搬迁年份 

搬迁原因 分类变量: 子女就学或身体疾病原因为 0, 在城镇中寻找生计为 1 

地理距离 村庄各社到玉树市区驾车用时(h); 结合调研经验, 折算行车速度为 40 km/h 

草场面积 村庄各社草场面积/各社总户数(亩/户) 

 

 

第一”的原则 , 并从消费和收入两方面来表征搬迁

牧户的安全感。斯科特[12]认为, 农民家庭经济活动

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家庭的生存消费需要, 而这种消

费需要与家庭规模直接相关; 农民的生存斗争会受

外部就业机会的影响。因此, 将家庭成员数以及就

业和收入情况作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不

同收入的稳定性不同以及虫草收入对当地牧户的重

要性, 将家庭现金总收入、虫草收入及工资经营性

收入分别纳入式(1)和(2), 得到  4 个模型。其中, 模

型  1 和模型  3 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现金总收入 , 

模型  2 和模型  4 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虫草收入及工资

经营性收入。调查发现, 案例地牧户极少通过出售

牲畜来换取现金, 因此家庭现金总收入只包括工资

和经营性收入、虫草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参考金瑛等 [6]和  Soltani 等 [16]关于农牧户生计

策略的研究, 并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获

取性 ,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搬迁户的户主特

征、家庭劳动力特征和搬迁特征, 变量的定义与测

量方式见表  2。 

2 结果分析 
2.1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形式和原因 

表  3 展示案例地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  4 种形式

及特点。委托亲友代养牲畜是主要的形式, 该类型 

表 3  搬迁户保有牲畜的形式和特点 
Table 3  Form and characters of migrants’ livestock keeping 

特点 无人照看式放牧 分居放牧 委托亲友代养 雇人放牧 

说明 
直接放养在草场上, 平时没

人看管 

家庭成员分成两部分, 一部

分搬迁到城市, 另一部分留

在牧区放牧 

由留在牧区的牧户代养牲畜 
雇佣本村的留居户或外村来的

牧工看管牲畜, 并付给费用 

牲畜规模 非常少, 一般只有几头牛 一般较大, 几十头牛 
不一定 , 从几头到几十头牛

不等 
一般较大, 几十头牛 

劳动力来源 不需要劳动力 自家家庭成员 亲戚朋友 牧工或本村留居户 

饲草料成本 
牲畜主人承担, 但放养条件

下一般较少购买饲草料 
牲畜主人承担 牲畜主人承担 牲畜主人承担 

付费情况 不需要付费 不需要付费 
一般不需要付费或费用较低

(2000~3000 元/年) 

与牲畜规模有关, 由牧工或留居

户和牲畜主人商议决定, 一般为

每年 2 万~3 万 

畜产品分配 
肉、繁殖的牲畜和奶产品全

部归牲畜主人 

肉、繁殖的牲畜和奶产品全

部归牲畜主人 

一般情况下肉和繁殖的牲畜

全部归牲畜主人, 奶产品大

部分归代养的亲友 

一般情况下肉和繁殖的牲畜全

部归牲畜主人, 奶产品归牧工或

留居户 

涉及的案例村

和样本数 
Y 村, 共 2 户 G 村和 Y 村, 共 7 户 G 村、Y 村和 Z 村, 共 41 户 G 村和 Y 村, 共 22 户 

说明: 样本数包括调查获得的全部保有畜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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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搬迁户占保有牲畜搬迁户总数的  57%; 其次是雇

人放牧 , 占  31%; 家庭成员分居放牧和牲畜放养 , 

无人照看的搬迁户较少 , 仅占  11%。不同形式下 , 

搬迁牧户保有的牲畜规模、劳动力来源、付费情况

和畜产品分配有较大的区别。家庭成员分居放牧和

雇人放牧情况下 , 搬迁户一般保有较大规模的牲

畜。但分居放牧要求部分家庭劳动力留在牧区, 雇

人放牧则需要较高的现金支出。搬迁牧户都需要为

保有的牲畜购买饲草料, 在委托亲友或雇人放牧的

情况下, 还需要将部分或全部奶产品作为酬金, 分

给代养的亲友或雇佣的劳动力。搬迁户一直享有畜

群的所有权, 包括繁殖新增的牲畜。 

调查结果显示,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首要原因

是满足食物需求 , 减少现金支出(表  4)。在玉树市

区, 一斤牛肉的售价为  50 元左右, 如果家庭消费全

靠购买, 将需要一笔很大的支出。保有牲畜的牧户

一般只需要每年从自己的畜群中消费  1~2 头牛。其

次是考虑未来, 降低生计风险。如有的搬迁户提到, 

“万一在州上生活不下去, 全家一起回去放牧”, “州

上条件不好的话还可以回去”。留着牲畜等孩子上

完学后回到牧区放牧、维持畜牧业增加收入和出于

文化传承因素的牧户非常少。因此, 保有牲畜主要

作为案例地搬迁牧户融入城镇生活的适应性策略 , 

发挥保障食物安全、减少现金支出和应对生计风险

的作用。 

2.2 搬迁牧户和迁出地的牲畜数量变化 
图  1 展示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数量变化, 可以

看出, 尽管各村庄有所差异, 但大部分搬迁户保有

的牲畜数量均呈下降趋势。G 村搬迁牧户保有牲畜

数量呈波动或不变趋势的比例虽然较高(32.3%), 但

此部分牧户保有的牲畜规模都较小, 在  10~20 头之

间。牲畜数量下降的原因较多, 除自然灾害死亡、野

生动物攻击外 , 一些牧户为便于代养人照看①或减

少需要支付的雇工费用, 减少畜群中的母畜和小畜

比例, 甚至一次性出售部分牲畜。 

从迁出地牲畜数量的整体变化来看 , 3 个村庄

呈现不同的特点。根据访谈数据, G 村的牲畜数量

由  2011 年 的  8400 头 升 至  2017 年 的  8900 头 , 增

加  6%。G 村村支书也表示, “尽管村里搬迁户增加

后 , 无畜户的户数在增加 , 但牲畜数量并没有减

少”。Y 村村长表示, “Y 村的牲畜数量在减少”, 从

Y 村各社社长处获得的牲畜数据支持这一说法, 其

中一社的牲畜数量由  2007 年的  6000 头减少到  2018

年的  4000 头, 二社的牲畜数量由  2011 年的  2800 头

减少到  2018 年的  2300 头 , 三社的牲畜数量由  2014

年的  6000 头减少到  2018 年的  5600 头。调研时未获

得  Z 村早期的牲畜数据, 但无论是乡长还是村支书, 

均表示“这些年牲畜数量没有多大变化”、“总体牲

畜数量基本平稳”。G 村和  Z 村整体牲畜数量未减

少的原因主要是留居户牲畜数量的增加。 

除  Y 村外, 留居牧户对草场生态变化的感知与

迁出地牲畜数量的整体变化情况大致相符(图  2)。G

村大部分留居牧户(78%)认为村内的草场生态状况

在变差 , 超过一半的  Z 村留居户(52%)认为村内的

草场状况基本上没有变化。Y 村牲畜数量虽然整体

上减少, 但由于野生动物的破坏, 牧民认为草场并

没有变好。Y 村村长也提到 , “尽管牲畜数量减少

了, 但是草场状况在变差, 主要原因是三社有较多

的岩羊、白唇鹿等野生动物, 一、二社鼠兔多”。 

总的来看 , 一部分牧户搬迁后放弃了畜牧业 , 

表 4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原因 
Table 4  Reasons of migrants keeping livestock 

原因 描述举例 样本户数 比例/% 

满足食物需求, 减少现金支出 
“为了保证有肉和奶制品可以吃, 自己购买价格非常贵”、“卖了买肉吃的

话, 支出太大了” 
34 72 

考虑未来, 降低生计风险 
“万一在州上生活不下去, 全家一起回去放牧”、“自己地盘上空着感觉不

好, 州上条件不好的话还可以回去” 
8 18 

留着牲畜等孩子上完学后回到牧区放牧 
“等孩子上完学还想回牧区放牧, 不会做生意, 喜欢放牧, 自身条件适合放

牧” 
2 4 

维持畜牧业增加收入 “有时候需要钱, 可以卖几头” 2 4 

维持放牧文化 “放牛是传统, 不想放牧文化断层” 1 2 

说明: 部分问卷数据缺失, 故总样本数小于 72 户, 取 N=47。 

 
 

①  代养人有自己的牲畜需要照看, 没有过多的劳动力, 而寄养的搬迁牧户碍于亲友间的情面, 也不会寄养过多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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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村庄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数量变化 

Fig. 1  Change of livestock population of migrant  
households from each village 

 
图 2  各村庄留居牧民对近 10 年村内草场生态变化的感知 

Fig. 2  Perceptions of non-migrant herders about the change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condition in last 10 years from 
each village 

而保有牲畜搬迁牧户的牲畜规模受多种因素限制 , 

与迁出前相比多呈下降趋势 , 因此与迁出前相比 ,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没有增加迁出地的放牧压

力。但是, 由于留居牧户牲畜数量增加, 搬迁牧户

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不会带来村庄整体放牧压力

的下降。 

2.3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行为和数量的影响因素 
2.3.1 描述性统计 

如表  5 所示, 搬迁户中有畜户和无畜户在家庭

成员数、就业和收入情况以及部分搬迁特征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有畜户的家庭成员数均值为  4.7 人 , 

比无畜户多  0.5 人。搬迁户家庭城镇就业人数较低, 

均值为  1 人左右, 且无畜户的城镇就业人数显著多

于有畜户。无畜户的工资和经营性收入均值为  3.61

万元, 比有畜户高  46%。有畜户的虫草收入均值为

5.28 万元, 接近无畜户虫草收入的  4 倍。由于有畜

户的虫草收入较高, 有畜户的家庭现金总收入也显

著高于无畜户。从控制变量来看, 搬迁户户主和劳

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均不高, 多数搬迁牧民未接

受学校教育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 其中无畜户的家

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畜户的平均搬迁

时间为  4.81 年, 远短于无畜户。与无畜户相比, 有

畜户更多是因为子女就学或身体疾病而搬迁到城

镇, 而不是寻找生计。在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

度、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迁出地距城镇距离和家 

表 5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5  Summary statistic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变量 
有畜户(N=64) 无畜户(N=80) 

t 统计量 P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成员数 4.70 0.19 4.20 0.16 −2.004 0.047** 

就业人数 0.77 0.10 1.33 0.10 3.994 0.000*** 

家庭现金总收入 86.87 8.27 60.21 3.69 −3.149 0.002*** 

工资和经营性收入 24.67 4.26 36.10 3.48 2.100 0.038** 

虫草收入 52.77 6.29 13.45 1.82 −6.577 0.000*** 

户主年龄 42.95 1.65 42.95 1.33 −0.001 0.999 

户主受教育程度 0.31 0.08 0.59 0.14 1.549 0.124 

劳动力年龄 37.71 1.09 36.76 0.93 −0.670 0.504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0.48 0.11 0.95 0.15 2.423 0.017** 

搬迁时间 4.81 0.56 13.60 0.82 8.419 0.000*** 

搬迁原因 0.06 0.03 0.35 0.05 4.360 0.000*** 

地理距离 2.48 1.26 2.79 1.76 1.187 0.237 

草场面积 875.63  442.83 948.13 549.97 0.856 0.394 

注: 双侧检验, P***<0.01, P**<0.05, P*<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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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可利用的草场面积等方面, 有畜户与无畜户不存

在显著差异。 

2.3.2 影响因素分析 
表  6 和  7 分别为  Logit 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的回

归结果。各模型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模型  1 和  2 

(Logit 模型)的−2 倍对数似然值较小, 伪  R2
 为  0.5 左

右, 模型  3 和  4 (线性回归模型)的调整  R2
 为  0.4 左右, 

表明各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具有统计学意义。所

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不超过  10, 表

明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6 显示各变量对搬迁牧户保有牲畜行为选择

的影响。模型  1 的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家庭成

员数、就业人数和家庭现金总收入均与搬迁户是否

保有牲畜显著相关。 

家庭成员数对保有牲畜的概率有正向影响, 即

家庭规模越大,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概率越大。如

2.1 节所述 ,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主要原因是满足

家庭基本食物消费和应对生计风险, 对于家庭规模

越大的搬迁户, 这种安全需求越大, 保留牲畜的概

率也越大。 

家庭现金总收入与保有牲畜正相关, 而就业人

数与保有牲畜负相关, 即较高的现金收入并没有降

低搬迁户保有牲畜的概率, 但搬迁户家庭中就业人

数越多, 保有牲畜的概率越低。这可能与收入的构

成有关 , 因此引入模型  2, 用家庭现金总收入替换

成虫草收入和工资经营性收入, 结果显示家庭成员

数和就业人数的影响依然显著, 且虫草收入较高的

搬迁户更倾向于保有牲畜。工资和经营性收入对保

有牲畜的影响为负, 但系数非常小且不显著。由此

可知, 对于搬迁牧户, 较高的经济收入并不代表绝

对的生存安全。一方面, 搬迁户的收入来源中虫草

收入占比很高, 而虫草的数量和价格一直处于高度

不确定性中[17–19], 且牧民在虫草市场上没有议价能

力, 遇到虫草价格下降只能被迫出售或者留存观望, 

现金收入容易短缺。另一方面, 牧区的二、三产业

缺失, 就业机会有限, 同时搬迁牧户的受教育程序

普遍较低, 缺乏城镇工作需要的技能, 极少搬迁户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工作机会。即使是有工资和经营

性收入的牧户家庭, 就业也集中在零工、服务员和

清洁工等领域, 较不稳定, 而做生意的牧户多是开

小商店或倒卖虫草, 也面临较大的风险。相比之下, 

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生存

安全, 当家庭中就业人数增加时, 搬迁牧户会降低

保留牲畜的概率。 

表 6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6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logit model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家庭成员数 0.456** 0.228 0.531** 0.260 

就业人数 −1.256*** 0.428 −0.961** 0.465 

家庭现金总收入 0.015** 0.007 − − 

工资和经营性收入 − − −0.002 0.010 

虫草收入 − − 0.037*** 0.013 

户主年龄 0.036 0.031 0.035 0.035 

户主受教育程度 0.159 0.379 0.130 0.402 

劳动力年龄 0.020 0.040 0.041 0.046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0.126 0.330 0.105 0.361 

搬迁时间 −0.273*** 0.062 −0.252*** 0.064 

搬迁原因 −2.100*** 0.771 −2.092*** 0.799 

地理距离 −0.172 1.175 0.136 1.212 

草场面积 −0.001 0.004 −0.002 0.004 

常数项 −0.509 1.670 −1.681 1.843 

卡方统计量 96.17 103.09 

P >χ2 0.000 0.000 

−2 倍对数似然值 101.679 94.750 

伪 R2 0.486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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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中, 搬迁时间和搬迁原因对搬迁户保

有牲畜有显著影响, 搬迁时间较短和由于子女就学

或身体疾病而搬迁的牧户保有牲畜的可能性更大。

一方面, 搬迁时间越长的牧户, 适应城镇的可能性

越大 , 越可能放弃畜牧业; 另一方面 , 随着搬迁时

间的增加, 搬迁户与迁出地居民的社会关系也会弱

化, 搬迁户可能难以找到劳动力帮忙照看牲畜。与

出于教育或医疗需求而搬迁的牧户相比, 由于生计

原因而搬迁的牧户追求城镇就业机会的积极性更高

准备更充分, 因此保有牲畜的概率更低。搬迁户户

主特征、家庭劳动力特征、迁出地距城镇距离和家

庭可利用的草场面积对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选

择没有显著影响。 

表  7 显示各变量对搬迁牧户保有的牲畜数量的

影响。可以看出, 家庭成员数对保有的牲畜数量也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家庭规模越大的搬迁户, 保

有的牲畜数量也越多。与委托亲友照看牲畜的方式

相比, 雇人放牧和部分家庭成员留在牧区放牧的搬

迁户保有更多数量的牲畜。这是由于委托的亲友自

家也有牲畜要照管, 没有过多的富余劳动力。在控

制保有牲畜的形式后, 收入变量对搬迁户牲畜数量

的影响并不显著, 且估计系数非常小。由于搬迁牧

户雇人放牧需要一定的资金, 推测收入可能会影响

搬迁户保有牲畜的形式(即家庭收入越高 , 越可能

选 择 雇 人 放 牧 的 形 式 ), 进 而 影 响 保 有 的 牲 畜 数

量。因此 , 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剔除分类变量  Type

后, 发现家庭现金总收入和虫草收入对牲畜数量仍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1), 上述推测成立。这也说

明 , 收入较高的搬迁牧户具有“理性小农”的特点 , 

即尽可能保有较多的牲畜。就业人数对搬迁户牲畜

数量有负向影响, 但不显著。 

3 讨论和结论 
3.1 讨论 

牧区城镇化伴随着牧民传统生计的改变, 这一

过程充满风险。出于安全需要, 许多牧民搬迁到城

镇后并不会马上放弃畜牧业 , 而是使用各种方式 , 

在迁出地保留一定数量的牲畜, 以满足家庭基本食

物消费和应对生计风险的需要。本文研究发现, 搬

迁牧民的这种生计适应策略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表 7  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7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家庭成员数 4.745** 1.980  4.838** 2.048 

就业人数 −3.808 4.262  −4.080 4.717 

家庭现金总收入 0.020 0.063  − − 

工资和经营性收入 − −  0.032 0.102 

虫草收入 − −  0.014 0.093 

户主年龄 0.458 0.302  0.463 0.305 

户主受教育程度 −10.694** 5.003  −10.555** 5.150 

劳动力年龄 0.419 0.434  0.415 0.444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5.368 4.036  5.300 4.139 

搬迁时间 −0.836 0.624  −0.860 0.641 

搬迁原因 1.322 11.707  1.333 11.856 

地理距离 14.917 14.975  14.861 15.183 

草场面积 −0.052 0.045  −0.051 0.046 

常数项 −25.689 19.036  −26.102 19.249 

        保有牲畜的方式 
雇人放牧 22.927*** 8.440  22.952** 8.644 

其他 28.255*** 10.219  28.289*** 10.464 

P >F 0.0001  0.0002 

调整 R2 0.404  0.393 

注: 由于牲畜放养和家庭成员分居放牧的样本太少, 将两者合并为其他类。保有牲畜的方式以委托亲友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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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地搬迁户保有牲畜的主要方式是委托亲友

代养和雇佣放牧。前者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方式, 但

随着搬迁户迁出时间变长, 或者委托的亲友也搬到

城镇 , 搬迁牧户很难再找到留居户帮忙照管牲畜。

雇佣牧工放牧需要的成本较高, 能选择此种方式的

搬迁户有限, 在本研究的案例地中, 采用这种方式

的牧户只集中在虫草资源禀赋最好的  Y 村, 但虫草

的产量和市场价格也不稳定。另外, 对于通过这两

种方式仍保有牲畜的搬迁牧户来说, 其可保有牲畜

的规模也受限。调查样本中, 家庭成员分居放牧搬

迁户的牲畜数量均值为  70 头, 相比之下, 委托亲友

代养和雇人放牧方式下, 搬迁户保有的牲畜数量分

别仅为  16 和  41 头, 且数量呈下降趋势。Barrett 等[20]

发现, 当牲畜规模降低到一定阈值以下时, 牧户就

会陷入“贫困陷阱”。因此, 案例地现有的保有牲畜

的主要形式可能难以持续。对部分搬迁无畜户的访

谈也显示, 不能维持畜牧业的原因是没有资金购入

牲畜以及无法负担雇工放牧的费用或找不到代养的

人, 而不是替代生计能够满足生活的需要。 

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就搬迁户群体而言, 

保有牲畜的行为不会直接增加迁出地草原的放牧压

力 , 支持牧民搬迁有利于减少草原载畜量的观点 , 

但需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搬 迁 牧 户 保 有 牲 畜 的 数 量 与 具 体 形 式 有

关。家庭成员分居放牧的搬迁户保有的牲畜数量更

多, 需要针对这个群体加强城镇定居转产的生活保

障和就业支持措施 , 降低其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 

提高通过牧区城镇化减畜的效率。 

2)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可能延续一段较

长的时间, 需要关注搬迁牧户返迁的可能性以及行

为动机的转变。尽管许多牧户是为了子女接受更好

的教育, 以便日后在城镇找到工作而搬迁, 但在访

谈中发现, 近两年很多受过中学, 甚至大专和本科

教育的牧二代仍然难以在玉树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

作。一些搬迁牧民表示, 如果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 只能返回牧区。尽管目前案例地的搬迁

牧户保有牲畜主要出于安全需要, 但根据斯科特的

安全经济学理论, 在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 农民会

更 多 地 考 虑 收 益 , 即 “道 义 小 农 ”转 变 为 “理 性 小

农”。有研究报道搬迁牧民在获得城镇生计后 , 将

雇工养畜作为一种商品化经营的手段[8]。结合国外

牧区的经验来看 , 富裕的城镇居民(如商人和公务

员)可能将保有牲畜作为投资手段 [21–23]。一些研究

也指出, 出于投资目的的雇佣放牧增加了草场压力, 

造成草场退化[24–25]。 

3) 需要关注部分牧户迁出后留居户的畜牧业

生产变化, 对牲畜总量进行严格控制。调查中发现, 

由于靠近城镇消费市场, 畜产品的收益可观, 同时

村内的草场延续共用传统, 且村集体层面缺乏有效

的总量控制和监督措施 , G 村的搬迁户增加后 , 留

居户利用多出来的草地资源扩大畜群规模, 使得村

层面的总体牲畜数量不但没有迅速减少, 反而有所

增加。 

3.2 结论 
本文以青海省玉树州  3 个案例村的搬迁牧民为

例, 分析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形式、原因和数量变

化, 并定量地探究牧民保有牲畜行为和数量的影响

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 

1) 搬迁牧户通过家庭分工、亲友代养和雇工

放牧等多种形式保有牲畜, 作为融入城镇生活的适

应性策略 , 以便保障食物安全 , 减少现金支出 , 应

对生计风险。 

2)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主要出于安全需求, 经济

收入较高的牧户兼具“理性小农”的特点。家庭人口

规模大和非生计原因搬迁的牧户更倾向于保有牲

畜。较高的家庭现金收入并未降低保有牲畜的概

率, 且保有的牲畜数量较多, 而就业人数较多的家

庭保有牲畜的概率更低。 

3) 牧户保有牲畜的适应策略受到社会关系和

经济成本等因素的制约, 现有的保有牲畜主要形式

可能难以维持。 

4) 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并未直接增加迁

出地草原的放牧压力。通过鼓励牧民搬迁来实现减

畜目标, 需要关注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具体形式、

返迁的可能性、行为动机的转变和留居户的牲畜数

量变化。 

决策者应该关注搬迁牧户的安全需求, 重视牲

畜在支撑搬迁牧户生计适应中的重要作用, 在给搬

迁牧民提供技能培训, 支持他们向二、三产业转移

的同时, 保障搬迁牧户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一定

数量的牲畜。对于陷入贫困而没有能力保有牲畜的

情况, 可以考虑结合当前牧区整合草场和建立合作

社的需要, 由合作社或村集体帮助代养牲畜。同时, 

考虑到我国牧区重要的生态价值, 应该关注搬迁牧

民的牲畜数量变化, 避免可能出现的超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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